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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传统的消费理论并没有将代际模型和财富存量模型相结合，而本文从社会习俗、

道德习惯、家庭伦理等非正规制度的角度说明了中国等国家和地区居民消费和储蓄的特点，

沿用和扩展了代际交叠模型，将遗赠（bequest）和赠予(gift)两方向收入转移以及财富偏

好同时引入了经济主体的效用函数，用最优化条件来分析我国居民在消费和储蓄行为等方面

的特征和存在的问题，进而阐述这些行为对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提出了一些相关的理

论思考和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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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和文献背景 

传统的消费理论，如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Absolute Income Hypothesis），强调消

费与即期的可支配收入正相关，边际消费倾向相对于可支配收入增加是逐步递减的，而莫迪

利亚尼等人提出的生命周期假说（Life  Cycle  Hypothesis）和弗里德曼的持久性收入假

说（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则具有内在的理论一致性，他们认为消费者追求长期

效用水平的最大化，不能只考虑当期的收入，还要根据平均而持久的收入和未来的预期收入

等信息规划其一生的消费路径。无疑，这些理论说明了一些消费问题中简单且具有普遍意义

的性质和特征。沿着这些思路，消费理论又新发展出随机游走假说，流动性约束假说，预防

性储蓄假说等等，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是借助于代际交叠模型（OLG）将单代经济主体

分析拓展到多代主体，也就是考虑到收入在家庭内不同代成员之间的转移。 

对于代际财富转移动机问题的研究，Barro(1974)证明了李嘉图等价的一个现代形式，

即如果消费者存在可操作的利他主义的遗产动机（operative altruistic bequest 

motives），那么一次性总付的税收和发行等量的政府债券是等价的，对资源的配置没有实质

性影响。几乎同时,Becker(1974)也给出了类似的利他主义代际交叠模型，他们都说明了在

单方向（one-side）的遗赠模型中，上代人发自内心地关心下一代的生活状况，会在一定的

范围内给予下代人经济上支持。Buiter-Carmichael(1984)、Burbidge(1983)和 Abel(1987)

认为经济个体的总效用水平不仅仅是依靠其自己的消费，还包括他从对上代人的赠予（gift）

                                                        
* 感谢匿名审稿人有益的评论和建议，文中的一切谬误和遗漏完全由作者负责。 
[1] 
这里的文化信念的表述与Avner﹒Greif在其基于演化博弈的历史比较制度分析(HCIA)中的共享信念

(shared belief)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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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对下代人的遗赠（bequest）中获得的效用，这些理论基本上也是从利他主义角度出发，

只是将单方向模型发展到两方向。而 Bernheim et al(1985)的战略性动机模型则强调上代

对下代有财富的转移，并不是他们天生关心子女的生活，而是为了促使子女在他们年老时更

多地关心和慰问他们，因而有很强的利己主义色彩。毫无疑问，微观经济主体的此类行为会

影响经济运行方式和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 

但是，现有的代际转移模型并没有更多地考虑文化信念和制度方面的因素在消费问题中

的作用和影响。众所周知，制度存在往往能够减少人类相互交往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对于消

费者行为分析来说，制度（包括正规的和非正规的制度）是重要的。制度变迁常常会改变人

们的消费方式和收入的安排，然而，一些深层的文化信念因素，往往会长久而深刻地影响并

且固化人们的消费方式和消费行为，刻画出人们的消费特征。一个既存的制度-----无论是

演化的还是构建的结果，都起着稳定人们预期的作用。因为制度对预期的稳定作用，也就使

得人们的消费行为特征具有相对稳定性。非正规制度主要是演化的结果，作为其核心的文化

信念，往往是长期稳定的，这种文化信念对人们的行为的影响也是根深蒂固的。非正规的制

度及其演化，特别是其中的文化信念，可能会在更广和更深的意义上影响居民的消费行为，

如西方社会占主流地位的基督教文化和中国等东方国家和地区的儒家文化就异常深刻地渗

入居民的日常消费行为，
[2]
而收入和财富代际转移现象就是与文化信念密切相关的。 

另外，传统的消费——储蓄理论也没有考虑到将财富视为一个影响效用水平的因素，而

只是分析将财富用以自我单纯的消费从而获得效用，Zou(1995)和 Chen and Bakshi（1996）

引入资本主义精神（the spirit of capitalism），他们认为财富存量可以反映社会地位、

退休后的消费保障以及对财富本身的积累偏好强度,因此得以将财富引入了效用函数。

Zou(1995) 和 Chen and Bakshi(1996) 的 模 型 以 及 我 们 下 面 的 讨 论 与 标 准 的

MIU(money/currency in the utility Function)模型有一定的相关性，实际上它们共同的

理论基础是从 Lucas(1978)基本的 Lucas’tree 发展出来的“效用函数中的存量/树”

（trees/stocks in the utility function）模型（Sargent,1987）。 

二 附加财富存量的两方向代际收入转移模型 

沿着 Buiter-Carmichael(1984)、Burbidge(1983)和 Abel(1987)的研究，我们认为经济

个体的总效用水平不仅仅是依赖其自己的消费和财富水平，还包括他从对上代人的赠予

（gift）和对下代人的遗赠（bequest）中获得的效用，这一研究的思路非常地契合儒家伦

                                                        
[2] 本文并不考察西方和东方文化差异的形成原因，只是将这一差异视为基本共识。我们的文章中是将两种

文化总体上的差异作为一个前提或是共同知识，不作为重点研究的对象。对于东西方文化具体差异和比较

以及如何影响消费的问题，可以在另外的文章中作探讨，可能需要超经济学方法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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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传统影响下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其中包括中国）的效用构成状况。具体地，我们可以对东

西方文化背景下人们收入转移和消费行为进行一些比较：对于未成年子女，相同的地方是：

目前都有相关法律规定，父母必须抚养未成年子女。不同的地方是：东方文化背景下，在没

有法律规定时，人们也是这样做的；对于成年子女，西方文化信念下，法律没有规定父母必

须资助子女，而人们实际上也不这么做。而在东方文化情境中，在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

人们普遍无偿地资助成年子女，甚至孙子女一辈；对父母，甚至更上一辈的老人，西方国家

中晚辈并没有法律意义上的赡养义务，人们实际上也不这么做。而在东方文化背景下，人们

却是普遍这么做的。即使没有法律规定，也是如此。这里“义务”之所以能构成经济主体的

效用，是因为，在这种社会的传统和氛围下，不这样做可能会影响自己的声誉或使自己精神

上有压力，也就是带来效用的损失，这个避免的“损失额”实际上就是“效用额”。当然，

也不排除人们不把“赡养”和“抚养”当义务，就是当成享受和乐趣，因而直接获得了效用。 

这就是在东西方文化传统比较后凸显出来的东方文化背景下人们相关行为的重要特征。

而这些行为特征深远地影响消费与经济增长，从而宏观经济政策需要对它加以重视。 

在本文中我们不仅仅要考虑效用函数中有关赠予和遗赠的两方面动机，还将引入对财富

的偏好,Zou(1995)和Bakshi and Chen(1996)将这一偏好表述为人们有时并不只是关注财富

用于物质消费带来的满足感，而作为财富积累本身就是一个目的
[3]
，它并不涉及到预防风险

的动机，退休后消费的平滑考虑等。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是，经济个体如果将财富积累本

身作为目的，那么实际上是通过财富彰显自身的社会地位----这一点与预防风险、退休后的

平滑考虑是不一样的。财富作为储蓄存款，实际上是一种金融资本，并且作为信号显示给社

会，这样它就成为社会资本的形式。Coleman(1988)认为社会资本
[4]
就是个体拥有的、表现

为社会结构资源的资本和财产，它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要素组成，主要存在于人际关系和结

构之中，并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因此我们认为积累财富，直观地考察，至少对

所有者有两方面的效应——增加社会对其认可度，获得尊敬；也可以理解为增加其无形资产，

有利于他的社会交往和生产经营（降低交易成本），也就是Portes(1993)所定义的个体动员

稀缺资源的能力。很明显，社会资本具有非常强的“马太效应”。 

Zou(1995)的主要贡献在于通过考察资本主义精神揭示了一些储蓄行为的原因，模型主

要包含了三种储蓄的激励：退休后的考虑（对应于 life-cycle model）；遗赠的考虑（对应

                                                        
[3] Zou(1995)援引Weber(1958)的观点，认为激励个体作连续的财富积累的原因不仅仅是它带来的物质回报，

还在于它自身就是一个目的。但正如正文部分下面引文所述，Weber对理性行为还有更为深刻的描述，他的

这一观点与Keynes(1936)所提出的“animal spirit”相应合。 
[4] Bourdieu(1986)和Coleman(1988)提出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后，它就在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许多领域

得到了很大范围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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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bequest model）；以及储蓄自身的累积（在其 capitalist-spirit model 中所强调的）。

我们这里的模型不仅考虑了对财富自身的偏好，而且认为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实质上就是对

社会资本积累的偏好，这一认识的依据部分来自于马克思.韦伯（Max .Weber， 1958)对资

本主义精神的认识。我们的模型的一个发展是将 Zou（1995）的单方向遗赠拓展到双方向的

代际转移（gift and bequest）。我们认为，效用已经包含了通过财富积累和收入的代际转

移而获得的满足或快乐，而且代际转移可以存在两个方向。在这里我们将这两种动机在函数

形式上分离了出来。 

综上所述，我们将东方文化中影响消费行为的因素提炼为下列两个主要方面或前提假

设：其一，东方文化中明显存在代际收入转移的倾向——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对成年

子女的无偿资助（如结婚、购房等）；子女对父母的赡养。正如前述，人们在代际收入转移

中获得了效用增进，或者说，如果不这样做，在如此的文化和习俗氛围中，可能会面临非议、

谴责甚至鄙弃，这样将会造成自身效用或满足感的减损。因此，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把代际

之间一些看起来的“利他”统一为“利己”，内生化到效用函数之中；其二，科层等级制度

是东方文化表征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传统儒家文化中重身份和地位而轻钱物，在现代市

场经济中这一文化信念嬗变为，追求金钱和财富的目的不仅仅是它们所带来的物质消费，而

更多的是通过它们彰显社会地位和身份，从而获得效用和满足。因此，我们在效用函数中引

入了财富存量。 

具体的模型如下：考虑一个代表性消费主体，假定他只存活两期t ,t+1，根据代际交叠

的基本模型（OLG），他t期的消费为C1,t,t+1 期的消费为C2,t+1，显然，对这个经济而言，t期

的年轻人到了t+1 期就变成了老年人，他从自身的消费中所获得的效用是 ( )1,2,1 , += ttt ccuu ，

财富的偏好为 ( )1,2,1 , +tt wwϕ 。因此代表性个体的总效用表示为 

( ) ( ) ( ) ( )2,21,11,2,1,21,11,2,1 ,,,, +++−+ +++= ttttttttt ccuwwccuccuv βϕγα             （1） 

将消费的效用和财富余额的效用进一步表示为时间可分（time-separated）的形式

( ) ( ) ( ) 1,,1,
1

1, 1,2,11,2,1 +−=
+

+= ++ tttscucuccu ssss ρ

( ) ( ) ( )1,2,11,2,1 1
1, ++ +

+= tttt wwww ϕ
ρ

ϕϕ 。假定两个瞬间效用函数 ( ) ( )wcu ϕ, 的一阶偏导数

均严格大于零，并满足 Inada 条件，代入上面的效用函数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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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10,0,
1

1
1

1

1
1

1
1

2,21,11,2,1

,21,11,2,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βγα
ρ

βϕ
ρ

ϕγ

ρ
α

ρ

tttt

ttttt

cucuww

cucucucuv
     （2） 

实际上我们这里的目标函数仍然是王朝效用函数
[6]
的推广，参数α 测度的是对上代人的

赡养在自己的总效用中的权重，γ 表明了消费者对财富的偏好强度， β 说明的是对下代人

的遗赠反映在总效用函数中的重要性，这里要求 [ )1,0∈β 是参照单个个体的时间偏好因子

确定的。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殊情形，我们如果将两期存活的消费者对其后代的代际转移理

解为其自己的生命得到了延续，就不再是两期存活，此时即 ( )ρβ += 11 ， β 实际上就完

全 地 等 同 于 拉 姆 齐 的 代 表 性 消 费 者 无 穷 期 生 命 模 型 (representative agent 

infinite-horizon life model)中的时间偏好因子（主观贴现率），这里体现了父母对子女

的关爱，实际上表明他们潜意识里认为自己的后生命期等价于子女的生命期。同样，如果视

父母为自己生命的前溯，那么，α 应该等于 ρ+1 。 

当 0,0 == γα 时我们能够得到 Barro(1974)和 Becker(1974)的两方向收入转移模型

（不存在财富偏好）。在这样的情形下，完全可以视父母的效用函数是自身消费水平与子女

消费水平的可加函数，并且在他们的这种利他主义模型中，父母收入的提高会增加其对子女

的收入转移，子女的收入增加则会相对地减少父母的收入转移；而如果 β 越大，即父母对

子女消费水平的关心程度越强烈，转移的收入数也越多。另外，我们也可以得到下面的结论：

如果上代人的收入因为某种原因而增加了一个单位，而下代人的收入相应的减少了一个单

位，这时上代人为了维持其自身效用的最大化，会增加一个单位的收入转移。这也是

Barro(1974)认为李嘉图等价成立的一个主要的论据。 

而当 0,0 == βα 时，我们这里的模型就退化成了 Zou(1995)的财富偏好模型（包括单

方向的收入转移）,实际上我们可以从需求心理的角度进行分析，去构建这一模型潜在的理

论基础。这里对财富偏好也许可以认为是人本主义心理学者马斯洛提出的需求心理层次理论

中自尊和他尊，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 

对于上述的总效用函数的约束条件，我们令 表示 t 代的消费者对 t-1 代（他的父母）tg

                                                        
[6] 这里是指标准的代际交叠模型的效用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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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赠予或赡养，假定 t 代的消费者有一对父母和 n 个子女，令 表示 t 代的消费者在 t+1

期对其 n 个子女（t+1 代的消费者）中每个子女的单位遗赠，t 代的消费者在 t 期将收到他

的上辈遗赠 ，并且在这一期他有一个外生的劳动收入 ，t 代人在 t+1 期就不再工作，

但是可以获得 n 个子女中每个子女对他的赡养 ； 表示从 t期到 t+1 期的市场利率，

这样代表性的 t 期消费者的预算约束是 

tb

1−tb ty

1+tg 1+tr

( )( )
( )( )( ) 111,2,11

1,21,21,1,1

11
1

++−−

+++

++++++=

++++++

ttttttt

ttttttt

ngrwrwby
nbwcrwgc

                         （3） 

( ) ttttttt gcbwryw −−+++= −− ,111,2,1 1                                  （4） 

( ) tttttt nbcngwrw −−++= ++++ 1,21,111,2 1                                 （5） 

预算约束方程（3）表明了财富的使用要等于财富的来源，方程的左边表明了 t 代的消

费者财富用于其自身的两期消费，两个时期的社会地位的满足，对上代人的赠予和对下代人

的遗赠；方程的右边是收入的来源：当期的劳动收入、储蓄的收益、来自于其父母的遗赠以

及来自于其子女的赠予。 

方程式（4）和（5）表明了财富的动态，其中，方程（4）有一个特殊的情形，它的形

式是 ttttt gcbyw −−+= − ,11,1 ，即我们认为每一代人生命终点的财富不能由他的子孙继承，

并且是无成本处置的（free disposal）。实际上，方程式（4）和（5）就是约束条件（3）

的分解形式。 

该模型最优化问题的一阶条件如下： 

( ) ( tt cucu ,2,1 '
1

'
ρ

)α
+

≥ ，如果 ，则等于号成立；                    （6） 0>tg

( ) ( ) ( 1,11,2 '1' ++ )+
≥ tt cu

n
cu ρβ

，如果 ，则等于号成立；               （7） 0>tb

( ) ( )1,21,2 '' ++ = tt cuwϕγ ；                                               （8）                   

( ) ( ) ( ) ( tt
t

t cucu
r

w ,11,2
1

,1 ''
1

1
' =

+
+

+ +
+

ρ
ϕγ )；                                 （9）  

条件（6）规定了最优的赠予水平的必要条件，并且对简单的内点解的情形作了拓展，

利用 Kuhn-Tucker 定理，我们充分考虑到角点解存在的可能性。显然，如果代表性消费者的

最优选择是 ，那么，这一点的边际消费量必然大于边际赠予获得的效用量，此时，0=t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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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负条件严格束紧；一阶条件（7）说明了有关最有遗赠水平的状态，类似于对赠予的分析，

说明了 t 代人少消费一单位 ,则对每一个 t+1 期的后代而言可以增加 1/n 的遗赠，这里

也包含了角点解的讨论，当如果这种遗赠是可操作的，即 ，此时减少消费的效用损

失应该等于增加遗赠所获得的效用提高，而如果遗赠的非负条件是严格束紧的，那么该不等

式取严格不等号；条件（8）和（9）分别表明了，第 t 期和第 t+1 期财富的边际效用和消费

的边际效用之间的一种均衡关系，对（9）而言，如果

1,2 +tc

0>tb

0=γ 时，则变成一个典型的有关两

期消费的欧拉方程，表明了消费者自身的消费之间如何实现跨期最优配置。 

命题一：如果代表性消费者对财富的偏好越强，即γ 的值越大，则两期的财富形态的资

产 和 越大。 tw ,1 1,2 +tw

事实上对（9）和（10）我们结合预算约束条件（4）和（5） 

( ) ( )( )tttttt nbwngwruw −−++= ++++ 1,21,111,2 1''ϕγ ；                                              

( ) ( ) ( ) ( )( )ttttttt
t

t gwbwryuw
r

w −−+++=
+
+

+ −−+
+

,111,21,2
1

,1 1''
1

1
' ϕγ

ρ
ϕγ ； 

然后，分别让 对1,2,1 , +tt ww γ 求微分，即得证。 

命题二：根据（4）和（5），可以得到储蓄函数 ( )( )111 1,, ++− +−+−= ttttttt rbgnwgbss ， 

由于 ，再由命题一和0',0',0' 321 ><> sss α 、β 、γ 等参数的经济学意义，可以很容易得

到 0,0,0 >
∂
∂

<
∂
∂

>
∂
∂

βαλ
sss

。 

命题三：如果定义跨期的替代弹性（elasticity of intertemporal substitution）为

( ) ( )
( )ccu
cuc
''

'
−=σ ，显然，当假定 ( )cσ 是常数时，对于两期消费的配置而言，有

( ) ( 1,11,2 1lnln ++ += ttt rdccd )σ ，直观上讲，σ 越大，也就是说 von Neumann—Morgenstern

期望效用函数越弯曲，则意味着相对消费 tt cc ,11,2 + 对利率变化的反应越敏感，即 对

的替代更多。 

1,2 +tc tc ,1

命题四：在 t+1 期期内储蓄水平是正（负），即变现为 ( )11,11,2 <>+ tt ww 将取决于两期

边际效用替代率 ( ) ( ) ( )( )( ) ( )( )( )( )1
1

1
11,2,1 111111'' −

+
−

++ +++<+++> ρρ tttt rrcucu ，我们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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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结论与 Zou(1995)相类似。 

这一问题的证明是很显然，对一阶条件（9）和（10）进行简单的变形，我们很容易得

到 

( )
( )

( )
( ) ρϕ

ϕ
+
+

−= +

++ 1
1

'
'

'
' 1

1,2

,1

1,2

,1 t

t

t

t

t r
cu
cu

w
w

 

由于 ( )wϕ 是凹函数，因此可知当 1,11,2 >+ tt ww 时，方程的左边是应该大于一的，对方

程右边的处理可以得到我们的结论。 

命题五：如果 ( ) 0' ,1 >tcu ，则有 n≤αβ 。 

这一定理主要表明了代际的动态一致性（intergenerational consistency），也就是说，

对于父母的一阶条件和子女的一阶条件之间不能有内在的冲突。我们只要将条件

( ) ( ) ( 1,11,2 '1' ++
+

≥ tt cu
n

cu )ρβ
后退一个时期，可以得到 

( ) ( ) ( tt cu
n

cu ,1,2 '1' )ρβ +
≥ ， 结 合 一 阶 条 件 ( ) ( tt cucu ,2,1 '

1
'

ρ
)α

+
≥ ， 就 有

( ) ( ) ( ) ( ) ( ) ( tttt cuncu
n

cucu ,1,1,2,1 '/'1
1

'
1

' αβ )ρβ
ρ

α
ρ

α
=

+
+

≥
+

≥ ，即得证。 

                        三 对模型的进一步说明 

1．强调宏观经济关系的微观基础 

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相对地忽视了宏观经济现象内部蕴含的微观基础。然而现

代经济增长理论几乎都是从微观层面上通过分析单个经济人的跨期效用最大化选择问题引

申和阐发的。不过，具体的理论之间也有不同，其中拉姆齐模型是假定经济中的个体都是无

差异的标准个体，拥有无限的生命和完全理性，并不考虑年龄、代际归属与结构对人们经济

行为的影响；而在代际交叠模型中，每个经济主体都是有限生命，在相同的时点上，不同代

际的人共同生活，因此同一代的人之间有经济交往，并且不同代的人之间也存在着经济联系。

其中消费、储蓄等等经济决策在不同的代际必然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方式。相比较于拉姆齐模

型，我们所使用的代际交叠模型能更好地揭示和解释个人消费、储蓄、养老安排等微观经济

决策行为和问题。 

2．关于禀赋经济和外生的收入假定 

    在我们的模型假定下，劳动收入被看作是外生的变量，不能由所考察的经济主体控制。

当然，在局部均衡分析的框架中，个人的收入可以假定为外生，类似这样典型 “禀赋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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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假设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在讨论微观主体的消费行为时，如果要获得一个一般均衡性质

的结果,即生产和消费同时决定并达到稳态均衡（steady state），则应该对生产型经济进行

考察，在更为宽广的背景下分析消费和收入之间复杂的相对决定关系。不过，在这种情形下，

要使模型能够得到很好的稳定或收敛解，就需要对生产技术和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作一些更为

特殊的假定。 

3．有关“代表性消费者”的假定 

很多学者在研究消费时，往往使用一般意义上——只考虑消费带来的效用——的“代表

性消费者”（representative consumer）效用函数假设，也就是说这个微观意义上的概念只

要简单地乘以人口总数，就可以加总成为宏观的概念，因此收入分配只影响宏观消费，并不

影响微观消费。但是，不考虑消费的微观结构,从理论和实证上讲都是不能接受的，我们所

考察的叠代模型就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一种尝试。 

    尽管我们的模型中对消费者的效用函数进行了理论拓展，主要是体现在具体分析效用函

数的构成（在对相关消费理论评析中笔者,我们已经提到了这一问题）。但是，不可否认，模

型本身仍然是基于“代表性消费者”,这意味着社会中的所有消费者是同质的(identical)，

并且消费行为可以加总，这在现实经济中是不成立的。实际上，对异质消费者（heterogeneous 

consumer）的考察正是收入代际转移理论进一步发展的一个研究方向。 

4．对“动态有效”和“动态无效”的认识 

新古典经济增长中的拉姆齐模型可以得到竞争性均衡的稳态（steady state），在这种

状态下，人均宏观经济指标（如人均资本存量、单位有效劳动的人均产出、人均消费）的增

长率均衡值都为零，经济达到帕累托最优。然而，标准的代际交叠模型指出，在不完美的经

济中，即使经济体系能够达到某种均衡，这一均衡可能也并不一定是帕累托有效率的，比如，

生命期内的经济个体可能会过度储蓄进行资本积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在稳态均衡的条

件下，仍然存在帕累托改进的空间——具体的做法如下：只要能够多消费掉一部分财富存量，

该经济个体的状况获得改善，整个社会福利就可能会因此提高。这说明在代际交叠模型中，

分析结论与拉姆齐模型完全不同，即稳态均衡的条件下依然可能存在无效率即所谓动态无效

率（dynamic inefficiency），这也是有些宏观经济学者将 OLG 模型称为“危机模型”的原

因。 

但是，在本文的模型中，当我们允许财富进入效用函数，结论就可能与标准的代际交叠

模型截然不同。因为，在附加财富的模型中，经济个体作资本或财富的积累本身也是基于理

性的一种选择，是以增加效用为目的，这样在稳态均衡条件下的财富存量是使效用最大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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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优财富积累水平。我们很容易得到的结论是，这样的均衡能达成动态效率。这就很好地解

决了传统的代际交叠模型中“动态无效”的问题。 

四 对中国有关消费问题和宏观政策的思考 

（一）针对高储蓄率的一些分析 

在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有所谓“高储蓄之谜”---市场利率普遍偏低条件下的普遍高储

蓄现象。因为对命题四而言，如果市场利率相对于 ρ 而言较低的话，第一期的消费对第二

期的消费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替代，那么高储蓄是怎样产生的呢？ 

其中一个解释就是 ρ 本身也非常低，因为在儒家文化信念的影响下，消费者是节俭的

和非常耐心的。从命题四中可以知道，如果 ρ 的值也很小的话，前一期对后一期消费的替

代程度会被弱化，储蓄将会出现，而当 ρ 的值小到足以使第二期的消费反过来替代第一期

的消费时，高储蓄率的情形是可以想象的。 

    另一种解释就是正如我们前面所述的，测度社会地位的财富积累只是储蓄的一个方面，

同时储蓄中也很有可能包括赠予和遗赠，尽管在我们在简单模型中已将赠予和遗赠从财富中

分离出来，但是它们还是或多或少地以储蓄的形式存在，它们之间的影响关系正如我们在命

题二中所表明的。还有就是，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这一模型暗含了赠予和遗赠两方面转移

只是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分别发生，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它们在生命的各个时间段都有发生。所

以，在足够大的财富偏好γ 以及赠予α 和遗赠动机 β 的情况下，尽管利率较低，也会导致

一个较高的储蓄水平。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储蓄”对于储蓄者来说，具有多重效用-----积累财富从而彰显

地位、应付风险、流动性、用以赠予和遗赠从而获得满足、获取利息等等。即使利息为零或

负数，同时其它效用也为零，只要储蓄者在自己的效用体系或结构中赋予“赠予和遗赠”以

足够的“权重”，认为从 “赠予和遗赠”获得的效用额大于零或大于负的利息额，他们仍然

储蓄，甚至维持较高的储蓄倾向，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圈内的居民正是这样取向和行为

的。从这一分析角度也可以对日本历史上所发生的“流动性陷阱”现象进行新的思考。 

（二）收入的代际转移与经济增长 

在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型中，一般而言，一个高的储蓄率意味着投资的资金来源非常丰厚，

从而将意味着一个高的经济增长
[7]
。当然，这些模型中的前提是非常严格和几乎完美的，可

                                                        

[7] 在Solow的经济增长模型中，一个重要的结论是储蓄率对人均产出的弹性

k

k

y
s

s
y

α
α
−

=
∂
∂

1
，其中 kα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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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们可以看到，在现实中，发展中国家投资的生成不仅要付出正常的资金成本，还要付出

较大的交易成本。也就是说储蓄转化为投资并不是无摩擦的，储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因此受

到了一定的限制，相对而言，拉动消费的作用更加明显和稳定，因此，很多国家制定了一些

刺激消费的政策。我国应该注重：一是政府对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进行市场化和产业化的改

革，一方面，将遗赠动机很好地转化为对子女培养和受教育的消费或人力资本的投资，另一

方面在这些领域引入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二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医疗、保险制度，

特别是对商业性保险和由居民承担的社会保障部分进行改革，从而也能将基于赠予和赡养动

机的储蓄挤出，形成消费。 

（三）对动态一致性（dynamic consistency）的实际考察 

在本文的模型中我们将代际人口增长的因素（n）考虑进来,进而考察了经济的动态一致

性。我国实行较为严格的人口政策，所以n值较小，在我们的双向（two-sided）收入转移模

型中，考虑到命题五中所表述的代际之间动态一致性的特征，由于条件是相对束紧的，因而

该代经济主体对上代人的收入转移倾向α 和对下代人的转移倾向 β 不可能同时都很高。现

实中这一问题冲突的结果往往是允许一个较高的 β ，而α 相对较低，在家庭收入再分配中

普遍出现了这种情况，即对上代人的收入转移相对不足。
[9]
解决这类问题的一个必要的（但

并不具有充分性）办法就是建立健全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于我国来说更为迫切），通过

国家和社会的转移支付来缓释这一矛盾。之所以说并不充分，是因为其中也存在可能的例外，

即相对于社会提供的照顾，上代人强烈地偏好于子女的照顾。此时，社会性收入转移的福利

效果就不是很明显。 

    应该注意一点，我们并不是认为，高的人口增长就必然会使这一问题很好地得到解决，

相反从长远来看，从资源约束来看，控制人口过度的增长是极为必要的。显而易见，这一问

题解决的核心应该是提高人均的国民生产总值，即一方面提高有效的人均产出，另外一方面

将会增加社会保障基金。事实上，这也正是我国政府所提出的人口政策的宗旨。  

（四）微观主体代际收入转移对宏观经济政策效果的影响 

    显然，我国在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国民经济的增长保持了相当高

的速度。毋庸讳言，在这其中政府支出和扩张的财政政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民间投资

和消费的相对不足却始终是困挠我国经济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一期间，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

                                                                                                                                                               
人均资本对人均产出的弹性。（Romer,2001） 
[9]本文并不涉及对于α 和 β 这两个参数数值大小实证估计，这个问题是笔者下一步的研究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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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鼓励投资和刺激消费的政策，但是效果不是很理想。这一方面说明，我国的经济增长很大

程度上还是政府采用财政手段拉动的，容易造成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另一方面也表明了我国

经济增长的潜力巨大，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和消费结构的优化就能够获得可观的效率提高。 

    宏观经济政策最后总是要作用到微观经济主体身上，或者说它实施的效果最终将取决于

居民的经济行为，Lucas（1976）早就提出了基于理性预期的“卢卡斯批判”，他认为，由于

人们存在理性预期，政府采取宏观政策的经济意图只是一厢情愿，“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的结果使政策归于无效。
[10]

同时，他也说明了例外的情形，即实行令公众“惊讶”的政策，

这样确实能改变经济运行的轨迹。但是，多次的“惊讶”效应所带来更为严重的后果是人们

对政府及其政策发布不再信任。因此，一个理性的政府首先稳定自己的政策从而稳定公众的

预期，制定和实行某种具体的政策是要充分考虑人们的反应和可能的结果。 

应该说，现实经济环境中收入代际转移的动机是非常复杂的，如果实证研究的结果不能

很好地说明和佐证利他主义的模型广泛的存在，换句话说如果利他主义的动机确实只是在一

个相对较小的范围内发挥作用，那么 Barro(1974)所支持和证明的李嘉图等价就不能完美地

成立。事实上，虽然我们的分析由利他主义引导出的，但是利他主义和利己主义始终是融合

在一起的，以父母对子女单向的收入转移为例，伴随这一转移过程，父母和子女的效用分别

得到提高，否则在理性的假设下这一行为不会发生。因此，这种看似非理性的行为对经济个

体特定的效用函数而言是完全符合理性的。尽管政府减税——债务融资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在

刺激当期总支出方面仍然是有效的，只是其效果会因为父母不同程度上的代际之间转移而被

削弱，这也正是反映了“卢卡斯批判”所揭示的问题。从这一意义上说，上代人进行收入代

际转移时对自己和下一代收入变化的边际反应直接决定了财政政策会在多大程度上被父母

的收入转移行为所抵消。这意味着收入再分配的政策效果可能就不是很明显。因此，我们就

应该把遗产税、赠予税的效应和消费税的效应分开研究。例如，当我们将模型中的遗赠作为

一种必需品时，那么在现阶段遗赠的收入弹性较低的情况下，以开征遗赠类的税种为收入再

分配的政策似乎无助于改善宏观经济，反而有可能扭曲经济关系。 

（五）文化信念影响下的代际收入转移降低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不确定性 

现阶段我国还未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而且在传统的社会制度里有关社会保险和

保障这一部分也是几乎是空白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就存在非正规的制度来代替的现象，

比如延续几千年的非常稳固的“养儿防老”的观念。 

                                                        
[10] 卢卡斯在论及这一问题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他说，鸟类不懂得空气动力学原理，但是它们仍然飞

翔得很好，绝不会掉下来。（Lucas,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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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实际上是说明了当正规制度缺失时，并且这种规范制度建立的成本过大，微观主体将

转而选择基于道德、伦理等的非正规制度。在我国儒家文化的强烈影响下，这一类非正规制

度维持和运行成本与正规制度相比甚至令人惊讶的小。作为现代市场经济体制重要组成部分

的正规的社会保障体制，其建立和完善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新体制替代旧体制

的制度变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消费者面临的不确定性常常是很强的。依靠非正规制度作

用下所形成的代际之间的相互保障或者是某种合作，不仅能增加各自的效用，维持社会稳定，

而且可以为新的正规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提供比较宽松的环境或缓冲。 

                             五 结论和展望 

传统的相关理论并没有将代际模型和财富存量模型相结合，而东方文化中的有关因素却

必须要我们将两者整合，这是本文的一个创新之处。本文的另一个创新是，认为代际间的“利

他性”收入转移行为，实质上是增加自身效用的，从而可以内化到效用函数中去，在理性经

济人假设下分析。此外，在经济动态技术上的创新是使 OLG 模型的动态无效率转变为可能产

生效率状态。因而，本文修改并拓展了传统的代际交叠模型，通过对东方文化信念影响下社

会习俗、道德习惯等非正规制度的分析将遗赠（bequest）和赠予(gift)两方向收入转移以

及财富偏好引入了经济主体的效用函数，建立了附加财富存量的两方向代际收入转移模型。

我们研究了中国等国家和地区居民消费特征中所涉及的诸如高储蓄、养老安排、经济发展和

宏观政策效果等方面的问题，并给出了相关现象的解释和思考，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对于模型的展望和进一步的研究，我们在第三部分（模型的进一步说明）中已经给出了

一些研究角度，诸如考察生产型经济，假定异质经济主体等。另外，实证研究的方向可以是

确定具体的效用函数解析式从而对模型中α 、 β 、γ 等参数进行测度和估计，量化不同地

区和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以及所造成的经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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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l Institutions, Consumption Modes and Assumption of OLG 

Model 

   —— A Theoretical Analysis on Households’ Consumption in the Oriental Culture 

and Belief 

 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 of Shandong University   Huang Shaoan and Sun Tao 

Abstract:The orthodox consumption theories don’t incorporate OLG model and 

wealth-stock model,whereas from viewpoints of social convention, moral formation, 

ethics and other informal institutions, this article explains the household’s 

characters in consumptions and savings in some countries and regions such as China. 

We shall exploit and extend the overlapping-generations model, allow the 

bequest ,gift and wealth preference simultaneously to enter into the representative 

agent’s utility function, then apply optimal first order conditions to analyzing 

the characters and problems concerning consumptions and savings behavior. 

Furthermore, we state the effects of the analysis on the government macroeconomic  

policies.We present some relevant theoretical thinkings and solutions. 

Keywords: social convention; consumption behavior; overlapping-generations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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